
清初贵州土司政治与边政形势 

——以《六姓合约碑》为中心 ∗ 

 

陈贤波 

 

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孙可望、李定国等大西军为主力的南明势力与

吴三桂叛军都曾严重威胁清政府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统治。①在这一背景

下，不少土司势力乘势而动，争夺地盘，彼此纷争，也加剧了时局的起伏。康

熙八年至康熙四十六年间（1669—1707年），在今贵州三都县境内都柳江上游

的烂土长官司张氏家族围绕土司职位的承袭，仇杀纷争数十年。在清政府的干

预下，烂土长官司最终分析出普安土舍，形成张氏两个土司政权分辖这片流域

两大干流的政治格局。这起地方事件发生在吴三桂叛乱前后，与明代以来当地

土司势力的扩张和清初政府的边政措施密切相关。本文以记录这起事变的《六

姓合约碑》为中心，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三都县境内实地调查所得的民间文献，

分析纠纷发生的过程以及清政府的对策，冀能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边政形势和

地方政治的认识。 

一  张氏土司的定居与扩张 

发源于今贵州省都匀市、独山县和三都水族自治县交界山地的都柳江干流—

—普安河、烂土河，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汇流于三都县城，沿河形成不少成片的

河谷坝子。明清时期，这些坝子周边的村寨主要由烂土长官司张氏家族管辖。其

衙门设在烂土河畔的烂土乡（今改名合江镇）。土司辖区之外的东北部山地，是

绵延数千里的“生苗地方”，这里直到雍正年间动用黔桂湘三省汉土官兵开辟之

前仍是“未入版图，不纳赋税”的“苗疆”。②换言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氏

管辖的地域实际上是王朝国家秩序向“化外之地”过渡的边缘地带。 

明代以后这片地域的开发，与张氏一族来此定居息息相关。据张氏族人世代

收藏的《张氏先祖祭文·均公》载，土司先祖张均公乃湖广襄阳府均州人，明洪

武年间随著名将领顾成“迳入黔巅，直扫苗烟”。传说当时张均公部在都匀郊区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07JJD840199）“明清南方乡村

地区人口与移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资助。初稿曾在中国社会史学会 2008 年会上宣读，谨此感谢评论

人罗康隆教授的指教。 
① 有关南明政权和吴三桂在贵州的活动，参见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年。 
②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巻 176 之三《朱批髙其倬奏折》，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 423 册，第

672－673 页。 



的牳鱼河一带听候土民“吐款”、“纳税”，不料一些部落佯装归降，暗中施毒，

结果张均公诛杀“苗奸”，一路征剿来到烂土河。他“叹息肥田，此可耕田”，辞

掉汉官后在这里建立世袭土司衙门。①这个有关明初张均公率军征战，定居烂土

的故事，反映了贵州地区一种相当普遍的祖先来历说法。不过要强调的是，这份

祭文由明成化年间张氏三世张熊公撰写，与清代以后许多土司家族受汉文化影

响后才刻意隐瞒土民身份，攀附汉人祖先的做法不同。对此，万历《贵州通志》

的一条记载可引为佐证： 

烂土长官司副长官张筠，湖广均州人，洪武二十四年功受本司副长官，

沿袭至应麟。② 

此处的“张筠”与前述“张均”音同字异，指的都是同一个张氏先祖。按万历《贵

州通志·凡例》所言，修志时“土司准武官例，得纪其先及今受爵者”是为了“防

冒滥、杜争端”。③此前正德十六年（1521年）贵州巡抚汤沐已曾建议“岁终令土

官各上其世系履历及有无嗣子状于布政司”。④由此可知，在官府档案中张氏确非

本地土酋。结合元末成书的《招捕总录》记载元至大三年（1310年）独山土官蒙

天童奉命招抚“烂土蛮官”夭程牙等人的史事，
⑤有关张均公率军征战的故事可

能蕴含了张氏早期一段重要历史，即其祖先以从征军官立司授职，逐步取代了当

地的“蛮官”统治。⑥直到今天，有关土司驱逐“夭”姓土民的“历史”仍是当

地乡村故事十分重要的内容。在当地各个苗族村寨，人们把土司张氏这种外来的

统治者称为“流官”，与地方首领的称谓是有明显差异的。当地苗语称“流官”

为 Ghab lail。lail 是“流动”之意；Ghab是前缀词，经过它修饰后的动词、形容

词、量词等均变为名词。至于本地有号召力的首领则被称为 wangx，如称“苗王”

为 Wangx hmongb。张氏的外来身份对地方秩序和文化传统都有深远的影响，本

文着重讨论前一问题。⑦
 

土司政治的核心是土司世官其地，土民领耕土地，应尽纳租服役义务。土

地是这一政治经济秩序的基础。明初张氏土司政权的建立伴随着土地的开拓，

引起不少土著民反抗。宣德七年（1432年）张氏曾上疏朝廷，奏称“本司离卫

                                                            
① 张熊：《张氏先祖祭文·均公》，清光绪抄本。现由三都县张先田先生收藏。 
② 万历《贵州通志》卷 14，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304 页。 
③ 万历《贵州通志·凡例》，第 12 页。 
④ 汤沐：《议处土官军伍疏略》，载万历《贵州通志》卷 20《经略·厘弊》，第 451 页。 
⑤ 佚名：《招捕总录》，中国野史集成第 12 册，第 136 页。 
⑥ 黄开华很早就注意到，明初贵州新设长官司“其诸长官仅部分授其原有土酋，其余往往以从征军官立司

授职，而予世袭”，是以“其下层早已奠定向化基础”，参见黄开华：《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

《新亚学报》第 6 卷第 1、2 期（香港，1964 年）。 
⑦ 有关烂土司家族文化的讨论，可见拙作《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的研

究》，中山大学未刊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遥远，地连古州八万生苗”，广西苗獠洞寨和所属村寨“相诱为恶，叛服不

常，累逋赋税，或出侵掠”，请求按照“永乐故事”，从广西泗城州调一千土

兵立堡镇守。①这群“蛮党”不仅射伤前来催粮的副长官张勉，也煽动其它村

寨不向土司纳赋。②反之，对新秩序的受害者来说，土司的到来无异于对其土

地的掠夺： 

张氏率部到烂土后，将当地苗族赶上山，然后“插竹为标”，号田、占

地、霸林，将当地好田、好土占为己有，只将一些零星、难种的劣质锈水

田让百姓耕种。③ 

这段由 1959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记录下来的口述资料，可以视为这

一时期地域社会激烈变动的历史记忆。 

在与土著民的冲突中，至迟在明代后期张氏势力已经逐步推进到都柳江的

北面干流普安河一带。《张氏家谱·朝英公传》谓： 

嘉靖四十一年，生苗俫遭、挨相、郎存、等洩等同心攻打巴开、巴

围诸囤。官兵仓猝，一时未至。公独力率部下抵敌。伤损头目、标长、搃

把甚多。公身中四箭三标。贼势愈狂，掳去男女不计其数，哀号遍野。苗

坚围七日不散。公计纵牛马畜物併出，苗众争掳，围势稍松。公乘势溃围

冲出。而独山领阵官兵姚亦到。内外攻击，斩获三十九功，苗乱方退，诸

囤赖以得苏。是役也，公用去草米一千余硕，又黄金二十余两、白银数百

两预支军用。申文府道院准劄，安插各目。杀死父者其子复业，杀死兄者

其弟复业，上纳粮差。仍命张朝英土兵八百名，准给守备官衔在囤防

守。④ 

                                                            
① 《明宣宗实录》卷 95“宣德七年九月丁巳”条。 
② 《明宣宗实录》卷 109“宣德九年三月壬午”条。 
③ 李琪等：《关于三都县烂土土司制度的调查》（1959 年），载贵州省水家学会编《水家学研究》之四，

2004 年内部资料，第 280－289 页。 
④ 《张氏家谱》卷 1《朝英公传》，民国 26 年修。现由茂桃寨张嘉作先生收藏。 



巴开、巴围是土司辖区北境普安河畔的聚落，再往北就是官府无法控制的

“生苗”区，因此清代方志称此处曾是“路通生苗”的“偏僻小道”。①嘉靖

末年这里显然已建立军事性质的囤寨设施，由张氏土兵头目防守，是土司区和

“生苗”区的分界。由于类似的边界冲突通常被描述为“苗乱”，随着安插于

此的土司头目后代繁衍形成聚落，剿抚“生苗”也就成为他们在当地定居下来

的普遍说法。例如今分布在巴开、蒙家院、懂蒙等村寨的蒙氏一族是方志所载

土司头目之一，他们对先祖“开云公”迁居此地的追述，就是明代中期与“叛

苗”的斗争。② 

“生苗”不断遭受土司打击，或举族弃地迁徙，或直接变成土司管辖的土

民。曾经是“生苗”区的普安河流域，在清初逐渐变成了土司辖区，最终建立

起由张氏世袭的新土司——普安土舍。直接促成这个转变的事件，就是康熙年

间土司家族的承袭纠纷。 

二  康熙二十八年的《六姓合约碑》 

有关普安土舍的由来，乾隆《独山州志》记载如下： 
 

普安土舍，原籍湖广襄阳府均州人，由烂土司张均分支。康熙二十一年

烂土司张大统、张宏谟争袭。抚院于檄分烂土司东北隅普安地方给与张宏

谟管理。康熙四十四年复奉抚部院于檄调赴省，给土千总职衔。③ 

 

引文中的“抚（部）院于”指于凖，他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出任贵州巡

抚。④表面上看，地方文献强调官府在平息纠纷中扮演强有力的角色，但为何事

逾二十年才授予土司职衔，承认其合法性呢？有一通被当地人称为“六姓合约碑”

的碑铭详细记录了这起事变，提供我们顺藤摸瓜的若干线索。 

 

 

 

 

 

                                                            
① 乾隆《独山州志》卷 7《营制》，故宫珍本丛刊本，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293－294 页。 
② 有关蒙氏开云公的故事，可见光绪《蒙氏家谱》，载向零等编：《民族志资料汇编》，贵州省志民族志编

委会 1988 年内部资料，第 337－338 页。 
③ 乾隆《独山州志》卷 6《土官·普安土舍》，第 288 页。 
④ 乾隆《贵州通志》卷 18《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年，第 339 页。 



清中后期贵州南部政区示意图 

 

注：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7 年）绘制。 

 

“六姓合约碑”至今竖立在普安河畔的平寨村口。普安土舍衙门所在的交邦

寨就在该寨对岸。除了几户是解放后搬迁进来之外，这里的乡民都宣称是当年拥

立张宏谟建立普安土舍的六个大姓（张、莫、王、白、韦和陈姓）的后代。
①据

说，解放前这通“神圣”的碑铭一直被乡民供奉祭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碑

文列有众姓名单，他们可以由此追溯最早来此定居的祖先。至于碑文内容，由于

年湮代远，难以辨读，乡民大多只能口耳相传地说出诸如“平定叛苗”一类的简

单故事。为便于下文讨论，我们先将碑文转录如下：② 

昔年先辈古情叙。于康熙八年香炉山造反，长房畏死贪生，二房首爷与

众六姓领兵前往香炉山征剿。于康熙十一年得胜，退兵回来至都匀府，誓

明愿心，修准提阁。齐整方回至巴若寨歇宿，不料长房生计策，带兵一百

五十名至巴若迎接。首爷方上马，一鎗刺于马下。二比争鬭，方可分散。

                                                            
① 韦金祥：《三都县普安镇平和村村史》，手抄稿，2006 年。平和村是平寨的正式行政名称。 
② 碑文中下划线的文字，除了“香炉山”是黔东南州凯里市郊山名，其余皆指普安河流域的地名。这些地

名沿用至今。“□”表示无法辨认的文字。 



惟有首爷之子张宏谟怕长房灭绝，迯往独山姐丈家躲难。于康熙十八年，

六姓人等念在首爷出兵之时，面议生死相顾，患难相扶，其心不忍，故以

六姓商议再往独山迎接张宏谟来巴开抚大。不料六姓商议送王搃乎去烂土

偷得印信，回至巴开，方□起事为官。不料康熙三十六年张宏谟听奸主使，

便将巴开屯上王搃管杀于厛上，急中方可迯走马场、平寨。于三十九年□来

羊能投陈侧其为主。来战夭家地方，杀得岩寨、东蒙荷死。于七月内，夭

家告至云南搃督。宏谟将银六百两买甲蜡苗相條、苗阿礼、苗阿掙、苗计

土四人上云南审究。夭家其心不服，于康熙四十年夭家又下京去告玉状，①

批胡广 ②长沙府审究。四十一年，方立为普安司。 

老官将骡子一疋来安抚百姓，俱有六姓同老官明誓，生死相顾，患难相

扶。恐后人倘有踈虞之意，上有天地神灵鉴察，传迄至今，抄叙后照： 

立合约张宏谟，为因地方扰乱，众六姓人等扶官保印，夺此普安地界。

众六姓英武用命，今以太平。恐后人有踈虞之心，忘前负旧，今凭天地神

灵，立此合约，交与众姓陈侧其、吴副老、王羊落、王排拉、王督军、王搃

州、王搃乎、张副老、石巴记、莫督军、莫管哨、莫阿尧、韦管哨、陆德

成、陈元老、岑大汉、谭大信、刘管家、白督军、白管内、岑搃政、陈搃

扛、陈扛朱等。众姓齐集，将骡子一疋在外劳樁坡宰杀，议定日后子孙世

代不得忘前负旧，生死相顾，患难相扶。切思普安居住六姓等不与当差、

                                                            
① 原文如此，“玉”疑为“御”字。 
② 原文如此，“胡”疑为“湖”字。 



应役、纳粮等项，倘有后人其心不平，上有天地神灵鉴察，恐后人心不平，

立此合约，永远存照。司押用印两个，外批谨防火灾。康熙弍拾八年七月

初八日立合约 

上面这份碑文文句粗浅且略有不通，前半部分叙述了普安土司的由来，

“抄叙后照”之后附录的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姓与新土司张宏谟订立

的合约。综合民国元年《张氏家谱》抄本和新修族谱整理的支分派别，我们了

解到，当时张氏十一世分为威远、开远、继远、芳远和志远五个房份。其中长

房威远身故乏嗣，由二房开远（生子大统、大纲、大纪、大绶）顶承兄职，接

续长房香火，而继远（生子宏业、宏谟、宏勋、宏政）则顺延成为二房。①换言

之，上引碑文开篇所说“长房”和“二房首爷”，指的是开远和继远两个支

系。明乎此，碑文故事有如下值得关注的三个要点： 

1、张氏二房继远率兵出征后被长房开远杀害，事隔多年后六姓拥立张继远

次子张宏谟盗取土司印信，另立门户，引发内讧仇杀。 

2、六姓拥立的新土司夺占原本“夭家”居住的普安地区，并收买甲蜡寨的

苗人赢得诉讼，获准建立普安司。 

3、众六姓在拥立新土司之初，曾与张宏谟订立豁免粮差的合约。 

根据碑文的说法，纠纷起因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长房谋杀二房。因此

康熙十八年（1679年）之后六姓“其心不忍”，拥立二房后代张宏谟“起事为

官”，甚至“夺此普安地界”，随之演变成一种“扶官保印”的壮举。 

前面说过，明代后期普安河流域仍是“生苗”地区，与土司势力屡有冲

突。“夭家”在历史文献中又称“夭苗”，是其中较为人熟知的一支苗人。嘉

靖年间田汝成曾描绘他们“缉木叶以为上服。女子甫十岁，即构竹楼埜外处

之，以号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树间而已”，
②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形象十

分粗陋。经此一变，所谓的“夭家地方”逐步收缩，变成六姓和普安土舍控制

的地域。以六姓之一的白督军为例，其聚居在普安河中游夜高寨（今改名燕

高，分上中下三寨）的后人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他重立墓碑，对这个转

变过程说得更加清楚： 

 

                                                            
① 参见《张氏家谱》（民国元年抄本）所录威远公、开远公、继远公传记，以及《张均公族系宗谱》

（1997年内部印刷）捌《四司荫袭暨代理世纪》（第55页）、贰拾叁《脉络》（第144—156页）的相关记

载。两谱分别由三都县丰乐镇张仁俊与合江镇茂桃寨张嘉作私藏。 
② 田汝成：《炎檄纪闻》卷 4《蛮夷》，中国野史集成第 23 册，第 582 页。 



（康熙）廿九年欲移司官署，奈地窄狭，众越占夭家地方各地土居

住。公一往直前，愤不顾身。至苦竹寨败回，身带重伤，行至此地殉亡，

即葬于此。至今世居夜高，子孙繁衍。① 

反之，大部分夭家人被迫开始陆续北迁。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独山知

州刘岱编写州志时征引过前述田汝成对夭家人俗习的描述，并补充了“今查普

安八寨交界，其俗已改”的按语，说明这时普安河上游与八寨交界一带才是夭

家人聚居的地区。②由此而论，康熙年间的土司纠纷，其实也包括了各种地方势

力与土著群体的尖锐矛盾，反映的是明代以来地方势力的土地扩张和族群格局

的变化。 

立碑之外，据说当日六姓家族夺占普安地区的胜利有赖于“观音菩萨”的

庇佑，事后他们在寨外坡地上营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观音寺，现在遗址基石尚

存。这与碑文开头说到首爷在都匀府城修建“准提阁”（供奉“准提菩萨”或

称“准提佛母”的庵堂），以及现存张氏家族文书声称先祖定居烂土时曾借助

“牟尼佛”的神力平定苗乱等情节一样，③反映了明清时期佛教信仰在民族地区

广泛传播，甚至可能深受土司家族和地方大姓的提倡。其实，庙宇的建立也是

他们利用作为确认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在乡民记忆中，解放初期拆除前的观

音寺一直香火鼎盛，由土司张氏和六姓家族捐送庙田祭产，定期在每年农历三

月初三（一说“六月十九”）举行盛大的“观音诞”祭祀仪式，目的就是“庆

祝胜利”。
④这个重要仪式是平寨相邻的岩寨吴氏“无份”参与的。因为平寨人

传说这支吴氏非但不是合约碑中“众姓”之一，而是世代替他们守护山林的夭

家后代。岩寨人长期佃种观音寺的田产，是土司管辖的土民，与六姓后代“不

与当差、应役、纳粮”的身份截然不同。⑤关于一年一度的“观音诞”传说，暗

示它是这些在新土司建立过程中崛起的新兴特权阶层表达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方

式，与他们的先辈在寨门口立碑宣扬祖先功绩，有着同样的内涵。 

                                                            
① 该碑现竖立在平寨与马家仓之间的坡地上。 
② 乾隆《独山州志》卷 3《苗蛮》，故宫珍本丛刊本，第 203 页。 
③ 前引张熊《均公祭文》中曾说到，张均在都匀一带的牳鱼河畔扎营时，坝寨、黎屯等部落牵牛羊猪酒假

来投降，暗中在酒里施放鸠毒，岂料天命“牟尼佛”下降救援，“法水一沾，万象醒完”。 
④ 中国各地的“观音诞”有农历正月初八、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等不同日期，对应相传观音成

道的不同阶段。实地考察中年长村民对当地“观音诞”的日期说法不一，但对仪式举行的目的则没有分

歧。 
⑤ 笔者在实地考察中得知，岩寨人承认先辈曾在平寨所在的坝地上居住，后来因为一场官司后才迁居到现

在的坡地，建立岩寨，但访谈中他们并不认同外人指其为“夭家”后代的说法，也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官

司。 



无论六姓合约碑文的撰写，还是当地传说故事的流播，都强烈地表达了以

六姓家族和普安土舍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权力秩序的重组。某些声音在这些“集

体记忆”中得以凸显，某些声音则明显被湮没于无形。①那么，究竟所谓“畏

死贪生”的长房在纠纷中扮演何种角色？清政府又是如何处置这起旷日持久的

地方纠纷呢？ 

三  清政府的对策和局限 

在平寨人韦金祥撰写的村史中，他认为当初清政府顾念二房首爷有功朝

廷，无辜被害，但“处罚张土司又怕张土司反”，为了平息风波才分析田土给

普安土舍，让他们各自管理。②这个说法表达了当地人对中央王朝边政策略的理

解，提醒我们要从当时的地方政治局势观察清政府与土司势力的微妙关系。 

明清鼎革之际，贵州地区一直是南明武装与清廷周旋争战的主战场。顺治四

年（1647）二月，孙可望率大西军南撤进黔，据称当时“官军如鸟兽散，贼焚劫，

原野道路绝人烟”。③占领贵阳城后，孙率部入滇，后来联合李定国部多次北出川

黔、东进两广挫败围剿的清军。据顾诚考证，当时西南不少土司头人成为反清武

力，时人有言“（李）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徭、佬”、“孙寇所藉兵力，洞蛮为多”

等等。
④因而，就在顺治十五年（1658）清军三路进取云贵时，朝廷就敕谕前军

将领“刊刻榜文，遍行传谕，使土司等众知朕轸恤遐陬臣民至意”；
⑤至顺治十七

年（1660）正月，又三令五申各处土司“不得轻听叛逆招诱”，承诺投诚者“开

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与照旧袭封”，⑥极力与南明政权争夺土司势力。 

清廷的顾忌并非多余。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一世烂土长官司长官张威远

在清军攻占独山期间准袭前职，领受清朝号纸，
⑦但与南明朝廷的关系始终若即

若离。一份被称作《明永历帝敕谕》的官文长期被张氏后人小心保藏，谓： 

 

                                                            
①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

忆”》，《历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 
② 韦金祥：《三都县普安镇平和村村史》，手抄稿，2006 年。 
③ 王睿：《殉难纪事》，载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十七》，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四川出版集

团、巴蜀书社，2006 年，第 127 页。 
④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4－346 页。江应樑：《李定国与少数民族》，原载

《学术月刊》（昆明）1962 年第 9 期，收入《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 年，第 261-262
页。 
⑤《清顺治实录》卷 122“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 
⑥《清世祖实录》卷 131“顺治十七年正月辛巳”条。 
⑦ 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88《兵部·土司·土司授职三》，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 807 册，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23 页。 



皇帝敕谕总兵官都督同知张威远，朕承天命掌摄山河，甜适保赤，晏

如绥牧，群生一体，而抚字催科，维劝诸该司吏以矜恤节爱博施于宇内，

业已有年。奈国运多艰，奴酋猖獗，夺我疆社，警跸播迁，靡宁衷

刻。……第思我武雄扬，必翼能将以弻辅，烟石寻胜之俊彦，当为梦卜以

求，林泉晏逸之英豪，应宜枉驾而顾。折节下首之书，朕非罔鉴，唯是材

丛四海，知人其难，敕用宣传，愿皆勿舍。咨尔总兵张威远，貔貅熟练，

韬略夙娴，亟宜擢用，协勷恢剿，特赐尔敕，随机联络进取，务灭酋奴。

朕怀甚副，纪绩宏深，则尔公尔侯，朕不吝惜。尔其慎之，钦哉特谕。① 

 

这份难得一见的敕谕行文声泪俱下，其落款时间“大明永历十五年五月”

（即顺治十八年，1661年）距该年末清军兵临缅甸执获永历帝及其眷属仅差半

年，
②是岌岌可危的小朝廷招谕贵州土司勤王反清的最后努力。据《张氏家谱》

追述，张威远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承袭司位，他“军功加敕总兵官都

督同知”，一度“奉调代镇都匀”，③因而强弩之末的南明朝廷也极力笼络。由

此或可推知此前张氏与之确有接触往来，这对清廷来说自然构成潜在威胁。 

在招抚土司的同时，清廷对土司争袭仇杀也早有防范。顺治十六年（1659

年）贵州巡抚赵廷臣效仿前朝做法，提出预制土司方案。他奏议“今后土官应

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又提出“今后每遇岁

终，土官各上其世系履历及有无嗣子，开报布政司，三年当入觐，则预上其籍

于部”，④力图从制度上杜绝衅端。赵的后一提议在该年八月被推行，⑤至于前

一提议，则要迟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后才议准

“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⑥然而，预制方案仍无法确保土司

                                                            
①《明永历帝敕谕》（永历十五年），载《张氏家谱》卷首，民国元年抄本。 
② 事见《清圣祖实录》卷 6“康熙元年正月庚午”条。 
③《张氏家谱·威远》，民国元年抄本；《张均公族系宗谱》贰拾叁《脉络》，1997 年内部印刷，第 148
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 126“顺治十六年五月壬午”条。赵廷臣的建议与明正德十六年（1521）巡抚贵州汤

沐的奏议内容基本一致，参见汤沐：《议处土官军伍疏略》，载万历《贵州通志》卷 20《经略·厘弊》，第

451 页。 
⑤ 《清世祖实录》卷 127“顺治十六年八月己丑”条。 
⑥ 崑冈等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396《礼部·学校·各省义学》，第 309－310 页。 



相安无事。直到康熙末年贵州巡抚陈诜还抱怨，烂土长官司所在的都匀府各土

司“自来多事,往往自相攻杀，不服呼唤，藏匿罪人”。①更何况，在此期间发

生朝野震动的吴三桂叛乱加剧了地方政治的复杂性。 

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攻陷贵阳，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

年）十一月清军才收复贵州。②据张氏族谱收录《陈蒙烂土正长官司历代承袭

宗图考》载，吴三桂起兵后，“所有本朝颁领印信，被吴逆追缴，换给伪

印”。③在清朝收复贵州之后重新确认土司承袭关系时，张氏很可能以丢失印

信为借口向清政府隐瞒了不光彩的“从逆”经历，因此清代方志谓该土司“值

吴逆叛，失去印信”。④当时乱事后贵州“土司各官袭替年月及有无印信号

纸，从前案籍无存，难以清查”，因此康熙二十年（1681年）贵州巡抚杨雍建

奏言将京城存档的黔属土司印信号纸底册进行磨勘，尽早颁给号纸，防止土司

乘乱争袭。⑤杨雍建一再提到当地土司未经查明承袭的合法性，就公然自称土

官，甚至越境争杀，其中就包括了烂土长官司张氏的这起纠纷。 

杨雍建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二十二日奏言，张大统“因争承

袭，将张继远父子杀死，而继远之土目张国权又将大统之父开远、弟大纲杀

死，继而大统又杀张国权。数日之间，彼此雠杀”。⑥这里说的张大统乃张开

远长子，也就是前述六姓合约碑文中的长房。问题是张大统身为嫡长子，继承

土司职位乃土司制度应有之义，何来“因争承袭”要将张继远父子杀死呢？杨

雍建表示已檄行贵州按察司确查究拟。但到次年（1683年）三月，杨雍建又称

“凡土司苗人倚山匿寨，拘提非易，与寻常承缉不同”，乞请朝廷宽限处

理。
⑦看来受到涉案人员的抵制无疑。同年九月，杨雍建终于呈报案情和处理

方案，谓： 

谨按张大统与张宏谟之父原系叔侄。查烂土司长官序应大统承袭。因

继远窃居烂土，大统不候公断，遽操同室之戈，率带私亲蒙恩隆、土目王

朝相等，于上年正月内杀死张继远父子。而继远土目张国权又将大统之父

                                                            
① 《贵州巡抚陈诜奏为直陈境内各土司情形并进图说折·附硃谕一纸》，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

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4 年，第 597 页。 
② 康熙《贵州通志》卷 5《大事》，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 39 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89 页。 
③《四司承袭宗图考·陈蒙烂土正长官司承袭宗图考》，载《张均公族系宗谱》贰拾伍《文献》，1997 年内

部印刷，第 496 页。该宗图的记录仅至道光八年（1828）十七世张灿极承袭为止。 
④ 乾隆《独山州志》卷 6《土官》，第 288 页。 
⑤ 杨雍建：《抚黔奏疏》卷 3《题为请颁黔属各官印信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67 册，齐鲁书社，

1996 年，第 393 页。 
⑥ 杨雍建：《抚黔奏疏》卷 3《题为禀报事》，第 433 页。 
⑦ 杨雍建：《抚黔奏疏》卷 5《题为禀报事》，第 517 页。 



开远、弟大纲杀死，后引苗众攻统。统复杀权，以报复之，殆目无法纪

矣。今蒙恩隆、土目王朝相等严提未获。就现在之张大统与张宏谟及已到

之谭应鹏、张大绶等，逐一严询当日雠杀情形，供吐已明。① 

杨雍建依据的是涉案双方的供认，与前述六姓合约碑文刻意宣扬“六姓扶

官保印”的意图不同，可知纠纷实因二房张继远“窃居烂土”谋夺土司职位引

发家族内讧。当时在多个要犯“严提未获”的情况下，杨雍建就题请尽早结

案，他说“烂土司接壤生苗，逸犯远窜，无处勾提”，地方官对此也无能为

力，但若案件拖延影响了土司如常承袭，则“钱粮夫役专责无人，贻误非

小”。②由于张开远和张继远都先后被杀，承袭序次自然落在了张大统和张宏谟

身上。不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原本“序应袭职”的张大统突然病故，③最

终朝廷在次年（1685年）授命其弟张大纪顶袭烂土司长官。
④张宏谟一方窥觊土

司职位的努力宣告失败。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前述六姓合约碑文记载六姓家族商议派

人去烂土偷取土司印信，随后他们在烂土司辖区北面的普安流域驱逐夭家人，

收买苗人争讼，最后获准建立普安土舍等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实际上是在土司

职位争夺中失势的一方转而“占山为王”，谋求建立新土司的策略和行动。新

任贵州巡抚陈诜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奏言： 

 

烂土司土舍张鸿模与伊兄张大纪争夺地方，屡次攻杀。前任抚臣于凖

差贵东道刘若鼐与之分析田土，各保地界，又授以外委千总劄付。而鸿模

乘前抚升任之日，假亲送为名，行至镇远，竟自逃归。闻仍与其兄争斗。

臣至任之后，檄都匀营叅将高天凤、都匀府清平县知县韩文灯亲至其地勘

明疆界，而鸿模竟不出见。闻其踞住高山，与九股相邻，故敢于抗违。⑤ 

 

                                                            
① 杨雍建：《抚黔奏疏》卷 6《题为禀报事》，第 562—563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康熙《贵州通志》卷 30《土司》，第 452 页。 
⑤ 《贵州巡抚陈诜奏为直陈境内各土司情形并进图说折·附硃谕一纸》，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

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一册，档案出版社，1984 年，第 597 页。 



可见清政府最终分设普安司，授予张宏谟（张鸿模）外委千总劄付的意

图，就是平息他与新任烂土长官司长官张大纪的纷争。这一因势利导的处置承

认了他们占据普安地区的既定事实，但似乎也无法根除地方势力间的争斗。清

初中央政府对土司政治有清楚认识，但处置态度与日后大规模“改土归流”的

做法截然不同。①对此，康熙皇帝在陈诜的奏折上写道：“土司种类最繁，风

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地民情治之，断不能行。……若以法制之太

严，其烦不可胜言；制之太宽，必然犯法者尤多。只以不生事为主，若多事必

致尾大难收”。② 

值得一提的是，陈诜在奏疏中提到张宏谟“与九股相邻，故敢于抗违”，

指的是分布在普安河流域更北面山地的“九股生苗”。他在同一奏疏中说那里

“阻绝声教，熟苗不法，往往走入其中，即无从进擒”，表明在纠纷后“生

苗”区的政治边界已经往北推移至此。至迟在清代中叶，普安河流域“有客民

之寨，比比皆是”，③成为土司辖区的山地随着外来移民的进入得到进一步的

垦殖。边地的开发过程与不同地方势力之间的争夺互为表里，也是以控制和驱

逐土著民为代价的。 

四  小结 

概言之，经历过明清鼎革和吴三桂叛乱，清初中央政府在处理土司政治问

题上一直保持谨慎和务实策略，不仅要防范土司势力与各种反清武装联合，也

要面对他们挑战王朝法治的内部纷争。由张氏的案例可知，在明末清初“正朔

不分”的乱局中，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的管治往往鞭长莫及，但即便是边远的

土司势力也卷入其中，趁势而动，这是纠纷得以旷日持久而清政府始终有心无

力的关键历史背景。究其本质，这起纠纷是明代以后土司势力和地方大姓驱逐

土著、扩张地盘的一部分。清政府通过分析田土、设立土舍的方式平息风波，

但涉事的土司苗人或“倚山匿寨”，或“竟不出见”，甚至“将银六百两”收

买苗人争讼等等，最终使得一场非法的土地掠夺演变成合法的土司分袭，反映

出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清政府与土司势力之间相互制约、彼此抗衡的微妙

关系。在这场权力较量中，清政府尚未占据绝对优势。 

以往的研究强调当时清政府对贵州土司的招抚、承袭、奖惩和禁例“旨在

限制、打击和瓦解土司制度”，立论的依据基本上是土司制度的条文规定。④

但是，由以上案例可见，清初贵州土司制度的实际运作远比一般认为的情形要

复杂许多，牵扯到的利益纠葛也十分尖锐。笔者认为，明清边省土司政治不仅

                                                            
① 王钟翰：《雍正改土归流始末》，载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80－243 页。 
② 《贵州巡抚陈诜奏为直陈境内各土司情形并进图说折·附硃谕一纸》。 
③ 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 5《都匀府》，中国方志丛书本，第 180—181 页。 
④ 余宏模：《试论清朝前期贵州的土司制度》，《贵州民族研究》1997 年第 1 期。 



仅是一套严格规范的典章制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系列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社会

关系，反映着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地方头人与普通民众，以及统治阶层内部

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有关资源、权力、社会地位的长期博弈。长官司是最基层的

土司政权之一，①通过细致地发掘地方文献材料，把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真正

有机结合起来，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基层民族地区社会权力关系的认识。 

 

（陈贤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 据《明史》卷 76《职官五》（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75－1876 页）所载土司级别，宣慰使司宣慰使

从三品，同知正四品，宣抚司宣抚使从四品，安抚司安抚使从五品，招讨司招讨使从五品。而长官司长官

为正六品，副长官从七品，蛮夷长官司长官、副长官品级同上。另有不入流的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

副千夫长等。 


